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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期，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
实力”概念。在冷战即将结束，所谓“历史可能
终结”之际，奈提出这一概念，有着极为特殊
的时代和国情背景。后来，软实力的概念被引
入中国，并在近年成为学界和社会广泛关注
的热点话题。那么，软实力概念的中心意味，
到底是“软硬”之别还是“实力”之争？在对同
一领域问题的适用上，中国和美国的情况究
竟是完全相同还是有所区别？这些都是值得
我们仔细辨析的重要关节。

在美国，软实力概念自其诞

生之日起，就是在为实力基础上

的霸权服务

“power”是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核心语
汇之一，更是经典现实主义的核心话语。在西
方国际关系理论引入中国的过程中，对于这
一词语的翻译出现过多种的版本，包括“权
力”、“实力”、“力量”之分。这种分歧因为学术
描述的客观性得到了缓释，并提出了一些解
决的方案。总的来说，西方在使用“power”这一
语汇时，更多地强调的是在客观的“力量”基
础上形成的“实力”，又由“实力”而结构外在
关系时会建构出“权力”。力量强调内在与自
我，而实力强调外在关系与影响。因此，“国家
间政治”是基于“人性本恶”哲学基础之上的

“实力的较量”。一个部落、一个群体、一个国
家、一个民族，要生存下去，则必须拥有实力
基础之上的权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
为首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总
体上遵循这一原则处理国际事务。因此，不断
维持“权势霸权”是美国政治、学界的核心关
切。

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
“超级霸权”大国。然而，美国学者这种对于霸
权地位的关切并没有因为冷战的结束而稍有
减弱。他们居安思危，担心失去了最强大敌人
的美国是否能够继续维持自己的霸权地位，
是否能够“领导世界”。实际上，如果我们能够
总体上回顾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美国
相关学科的研究就会发现他们都试图在关注
这个问题。就在这一档口“soft power”这一概
念被提出并开始传播。

实际上，自这一概念进入学术传播的范
畴，其问题性就一直相当明确，即：冷战结束
后，美国战略收缩后，全球局势掌控能力下
降。美国如何更好巩固并维护美国的全球霸
权地位和领导权力。这一点，在奈的文章和著
作中表达十分明确。也就是说，这一概念自其
诞生之日起，就是在为“实力”基础上的“霸
权”服务，也就是用好“软”的“力量”，从而生
成“征服人的思想和心灵”的能力，形成“心理
霸权”。正如有学者提出的:“软实力只是带着
天鹅绒手套的一只铁掌而已”。而奈更多考虑
的也在于此：“是美国经济和文化的吸引力真
正赢得了大部分年轻人的心智，使其拥护西
方民主……当真正的消费兴起时，真正的社
会主义很可能就要被淘汰出局了。”

“soft power”提出以来，因为其可操作性

差、生效条件不够明确，适用范围较为模糊，
无法科学测量，受到了来自学界不断的挑战
和质疑。实际上，在1990年的文章中，奈还使用
过另外一个概念，“co-optive power”，即同化性
权力。这是塑造他人行为的能力，可以建立在
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的基础之上。这一与

“命令性权力”(command power)相对的概念，
与“soft power”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只是没有
像前者一样得到广泛的使用。奈在不断解释
和调整这一概念过程中，最终接受了2004年美
国学者苏珊尼·诺瑟提出的“smart power”这
一概念。2006年，他撰文支持这一概念，认为单
一使用硬实力还是软实力都是错误的。

综上所述，无论是从其提出的时代背景、
基本问题性以及概念的质疑与变迁来看，

“soft power”一词阐释的关键都不在“软硬”的
区别，而是在“实力”之争。也就是说，这个词
汇的核心诉求是“实力”，而非“软硬”——— 无
论软硬，“实力”的追求才最重要。

软实力在中国成为“文化软

实力”，规避了原有概念中的扩

张性、侵略性意味

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各种译介的逐步
增加，我国学界开始大量使用西方概念阐释
中国的社会问题。概念的本土性适用问题一
直存在。一个学术概念，无论其在英美甚至是
世界上如何大行其道，用来描述中国特色社
会政治制度下的各种时代问题、学术论题和
社会话题时，均需要重新进行界定，并论证其
基本的适用性。在这一过程中，寻找相应话语
的中国问题性是核心问题。对于“soft power”
这一概念亦如此。

20世纪90年代，“soft power”引起了中国
学者的关注，并迅速从学术讨论，进入了社会
实践层面。在学术讨论中，首先遇到、直到现
在还未解决的问题，首先是语词译介问题。

“soft power”到底是翻译为“软力量”、“软实
力”还是“软权力”？莫衷一是。虽然在大多数
的文献中，我们采用的是“软实力”，并且在官
方文件中用的也是“文化软实力”的概念，但
是2005年，东方出版社在译介奈自己的作品
时，却用了“软力量”一词。在翻译时选择“力
量”或者“实力”，显然是要规避奈原有表述中
的扩张性和侵略性问题。如前文所述，从国际
关系研究的视角看，奈的概念其实是“软权
力”的概念，具有较强的扩张性、侵略性意味。
以该词汇描述中国问题时，则要考虑这一概
念在中国的基本学术假设以及这一假设的问
题性本源。

软实力概念迅速被中国学者接受，并写
入官方正式文件，并非偶然。这与近代中国特
别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遇到的问题是有关系
的。恰如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黄平所
说:“‘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经历了三个三十
年，第一个三十年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
会的状况，解决了‘挨打’的问题；第二个和第
三个三十年，新中国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奠
定了经济基础，实施了改革开放战略，实现了
经济的腾飞，解决了‘挨饿’的问题；而今后的
三十年，中国要更加理直气壮地站起来，屹立
于世界民族之林，解决‘挨骂’的问题。”“挨
打”问题的解决确认了国家和民族的国际政

治身份和地位问题；“挨饿”问题的解决使得
民族自我认同和骄傲感倍增；“挨骂”的问题，
则主要解决的是民族自我认知和国际社会认
知之间的矛盾冲突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不断崛起的民族意识和
国际社会、特别是国际主流媒体对中国认知
之间的矛盾不断深化。这使得中国社会各个
阶层对“公平与尊严”的渴望不断深化，同时
对国际媒体的不满情绪不断堆积。20世纪90年
代，冷战刚刚结束，中国第二轮改革开放的进
程刚刚开启，这种情绪即刻爆发出来。从

“妖魔化中国的背后”到“中国可以说不”等夹
杂复杂民族主义情绪的话语成为学术时尚。
学界和业界都在使用这些说法，尽情宣泄着
自己的不满，而学界也以“师夷长技以制夷”
的心态快速接收了诸如“国家形象”、“软实
力”、“公共外交”等学术语汇，相关的研究也
成为“显学”之一。

“软实力”正式为中国官方话语所接受是
在2006年。胡锦涛在十七大报告中提出：“当今
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
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
要因素”，“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
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
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需
要注意的是，中国官方并没有照搬“软实力”
概念，而是加入了“文化”作为其限定词，将奈
提出的三个来源中的“政治制度”、“外交政
策”抛离。孙英春教授认为：中国学者对软实
力“最重要的理论发展是形成了‘文化软实
力’的概念，主张把文化作为整个软实力体系
的源流和根基。”

中国官方话语的介入，表明官方认定“软
实力”问题的重要性。而加入“文化”的概念，
则是试图将这一问题性设定在一定范畴之
内，规避制度、意识形态以及价值观念的中西
方冲突。

如学者所言，“软实力理论固然有其霸权
色彩和局限性，研究和应用中也不乏误读和
滥用，但仍要肯定其积极的方面，毕竟，软实
力理论的提出是全球社会和国际关系发生深
刻变化的结果，其内涵也在顺应时代变化和
不同国家的实践作出调适。”因而，“软实力”
有其积极的一面。更为重要的是，软实力的适
用性应和了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与“内敛”
的诉求，更符合中国领导人关于“战略机遇
期”的判断，还符合中国知识精英改变“挨骂”
局面的美好期待。

中国国家软实力的诉求应该

是内敛的，不具进攻性的，是一

种内在积累基础上形成的“自华

之气”

冷战后期一直到现在，中国一直努力成
为现有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并以此获得在国
际社会完整的合法性地位。在加入联合国之
后，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以十年之努力试图恢
复在关税与贸易总协定中的创始国地位未
果。这种努力在80年代还体现在各个不同的
方面。从媒介奇观的角度看，这种努力的成果
似乎主要体现在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取
得奥运会的主办权等重大事件上。在2008年世
界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我们在经济上对全球
的贡献，似乎更加证明了我们在国际社会被
认可的程度。

然而，这一过程中，我们始终没有解决20
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的西方媒体与西方社会
对于“中国的市场威权主义发展模式所带来的
政治和社会层面的消极后果”的关注。这种关
注被解读为“西方媒体的阴谋”“误读”“误解”，
当然也被解读为“跨文化传播的障碍”。学者们
建议，中国政府应当提升“文化软实力”、塑造
和传播“国家形象”、加强“公共外交”，从而取
得国际社会对中国“负责任的大国”、“和平崛
起”等自我定位的理解和认同。

笔者认为，中国国家软实力问题的问题
性：基于历史与现实的原因，中国在很长一段
时间里遭到误解、误读以至于拒斥，源于中国
政治文化的非进攻性诉求，我们需要强化文
化、传媒等“柔性”手段，以阐释我们发展中遇
到的问题，取得国际社会的认知，为国家的“和
平崛起”“创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并在此过程
中增强国家和民族的内在魅力和吸引力。

处于不同视角思考中国国家软实力问题
时，中国官方、学者可能均有不同的认知。但
是，总的来说，大家可以达成以下几点区别于
奈的软实力的共识：第一，国家和民族的自我
认知和认同是软实力建设的前提；第二，基于
中国的现实，国家软实力的诉求是内敛的，根
本上不应具有强烈的进攻性；第三，国家软实
力的建设路径应该处理好国内文化建设与对
外释疑解惑的关系，做到表里如一；第四，软实
力建设必须正面国内社会转型期、改革进入深
水期的复杂社会现实；第五，软实力建设必须
强化国家主席习近平所说的“三个自信”。

当前，中国社会正在经历着剧烈的转型。
中国人口、地域、历史文化特点带来的转型复
杂性和改革艰巨性可能超越了人类历史上的
任何一个国家的任何特定发展阶段。软实力
建设应该总体上服务于中国民族复兴的大
业，服务于“和平崛起”的大局，而不是仅仅

“向外扩展吸引力以获得外交上的增益”。在
路径选择的过程中，应当以更为清晰的制度
安排，立足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长远，广泛吸
收世界上较新的文化成果和人类共同的价值
观念体系，内外融通，自信面对国内问题与国
际质疑。“国家软实力”更多应是国家和民族
内在积累基础上形成的“自华之气”。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战略与发
展研究中心教授)

如果一个精神分析师和来访者约定了
见面时间，他按时出了门，不幸遇到了不可
抗力——— 比如，交通事故——— 没有按时赶
到，让来访者在诊室白白等了一段时间，精
神分析师还会让来访者交钱吗？

答案似乎很显然：来访者完全不需要为
这个时段付费，毕竟他没有得到应得的服
务，还浪费了时间。或许他应该获得一点补
偿，起码是口头道歉？反正，当我因为不可抗
力失约或迟到时，我是要道歉的。

尽管持这一观点的人占绝大多数，但仍
然有少数精神分析师坚持：可以在设置中规
定，来访者需要为这种情况支付费用。这仿
佛是说：“反正你要为咨询买单，你就顺便为
不可抗力买单吧。”这种主张听起来很混蛋，
但也不是毫无道理：来访者用了诊室，这个
诊室是有场租的。正常情况下，来访者付咨
询费给咨询师，咨询师付场租给诊室。

那么，诊室应该收取场租吗？似乎没理
由让它蒙受这个损失。它毕竟在这个时段被
使用了。然而，它应该获得的场租收入该从
哪里来？不管是来访者付还是咨询师付，付
这笔钱其实都很冤枉。在极端的情况下，假
设咨询师不挣钱，来访者支付的咨询费全部
都用于场租(有一些实习咨询师确实如此)，
那么咨询师因为不可抗力未能提供服务，还
必须倒贴，用来补贴场地和管理成本。这好
像也很不合理。

所以我们总会有道理，用来证明“某一

方不承担损失是合理的”。对于损失的补偿，
我们大致会遵循这样一个逻辑：谁有责任，
谁买单。这里的“有责任”，直观来说，就是犯
了错的那一方。两人打架，往往是谁先动手
谁挨批；汽车追尾，就让后面那辆车赔
偿。——— 这都是找得出责任人的例子。但是
一说到不可抗力，这办法就不好使了。不可
抗力的意思就是：谁都没有责任。这个损失
是天灾，是意外，是命。

“我什么都没做错，凭什么让我承担损
失？”上面这句话听起来虽然合情合理，但是
如果双方或多方都没错，就很麻烦。韩国闹
MERS病毒，订了自由行的游客不敢去了。是
游客的错吗？显然不是。但是游客已经交了
钱，这钱还能不能退？我的一个朋友，最近就
在为这件事闹心。他想退团，但是算违约。平
台的理由也很充足：机票和酒店的成本我们
都已经付过了，你退了，就要由我们承担损
失，可我们也没做错什么啊！

契约的建立可以提前规避这种冲突，但
仍有照顾不到的灰色地带。到目前为止，这
次疫情还没有达到官方禁止出入境的级别，
也就没有在法律上形成真正的“不可抗力”。
所以按合同来说，我这位朋友算是自行违
约，损失该自己承担。这种不平等的待遇，让
他尤其闷闷不乐：“这种天灾谁能想到？他们
倒打着旱涝保收的算盘。”

在我这朋友看来，他是弱势群体，而平
台家大业大，出了事理应有所担当。但话分
两头说，如果客人一窝蜂地退钱，只怕一般
平台也承受不起。我查了一下，损失最惨重
的一家出境旅游平台在承诺了全额退费之
后，退款额保守估计在千万以上。换到精神
分析师的例子上，恐怕就该破产了。他们也

没有责任，凭什么要花这么大的代价来买单
呢？

其实，“谁有责任，谁买单”这种观念不
过是一句美好的祝福，隐含的实质是“我没
犯错，就无须承受损失”。这句话听上去可
靠，却是彻头彻尾的梦幻泡影，没有丝毫依
据。没犯错，就真的不必承担损失么？地震算
怎么回事？航班延误算怎么回事？无辜的受
害者压根一点错也没犯，就被莫名其妙地卷
入乱七八糟的不可抗力中，搭时间，搭钱，有
时连命也搭进去，这种混蛋事每时每刻都在
我们身边发生。

遇到不可抗力造成的损失，我们的第一
反应往往是寻找责任人：“这事该怪谁？”亲
近的人会有不合情理的内疚，生拉硬拽也非
要把悲剧跟自己扯上点关系。沉船事故后，
遇难者家属哭诉：“当初我要是劝爸妈不要
参加这个团，就不会出事了！”平心而论，这
想法没什么道理。

但是这么想的背后，实际上是为了重新
找回控制感：“一定是有人犯了错！怎么可能
没人犯错呢？”换句话说：“只要不犯错，世界
就还是可控的。”有了控制，才能重新塑造安
全感：“世界是可控的，我才可以跟它相安无
事。”所以，我们要想让生活变得平稳一些，
就需要替罪羊：“不是世界不可控，而是有人
没做好。”像我那位朋友，满心欢喜盼着去韩
国，现在一盆冷水浇下来，拒不退款的平台
就变成了替罪羊。

不可抗力让我们正视人类的脆弱。而脆
弱催生出另一种坚强。

在这种时刻，人类最大的法宝就是联
结。“没有人是一座孤岛”，聚到一起，让苦痛
者略觉安慰，让绝望者不至于孤立无援。而

我们施以援手的方式，常常是：“来，我知道这
世界很过分，我愿意替你分担一部分的损
失。”

我们不应该把这看作一种责任、或是契
约限定的义务，而是作为人类的一份子，在面
对不可抗力时最本能的善意和共鸣。对精神
分析师的那个问题，我现在的回答仍然是：我
不需要来访者付费。即使是来访者一方因为
不可抗力而临时失约，我也不需要他付
费——— 我这么做，传递的信息并非“承担这部
分损失是我的义务”，而是“我自愿承担这部
分损失”，由此为咨询关系注入了一分弹性。

不可抗力无可抵御，就只能靠弹性稍加
化解。比如我经历过多次航班延误，几乎每次
都是冷冰冰的机内广播，只有一次，有一位空
姐面红耳赤地向乘客鞠躬。机舱里沸反盈天
的怨言就立刻开始降温。我们何尝不知道，延
误并非她的错呢？

我们只是希望多一个人站在我们这边，
而不仅仅做不可抗力的代言。

人与人的联结织成线，再编成网，最终构
筑成一层有弹性的屏障。共同参与到屏障中
的，有旅游平台的上千万退款，有灾害后举国
募捐的善款，有湖北监利不收外地人钱的民
间约定，有空姐一低头的歉意，甚至有我买完
煎饼发现钱包不见时，摊主满不在乎的一句

“拿着吃”。
我们无法控制不可抗力，但我们多少还

可以控制自己。这正是人性中最可贵的一面。
面对不可抗力，没有人有责任，这只能称为

“正确”。然而无数个没错的人站到一起，默契
地相互支持和分担，这就足以称为“高尚”。这
是人性在不可抗力之下，明知不可抗的对抗。

(作者系北京大学心理学博士)

不知不觉间，新文化运动已迈过第一百个年头。百周年
之际，回顾这场思想启蒙运动，值得后人借鉴、反思甚或检讨
之处颇多，其中之一便是对待传统文化之态度与作法。

新文化人反对旧的制度、伦理道德，传统文化自然成为
其集矢之的。他们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大致基于两种判断，其
一即传统文化每况愈下，弊大于利。如陈独秀认为中国的学
术、思想及文化仅“隆于晚周”，在此之后便“日就衰落”，不值
一提，到如今勉强足观者“惟文、史、美术而已”，但“史不明进
化之因果、文不合语言之自然，音乐、绘画、雕刻皆极简单”，
实在无法与时代趋势接轨。与陈观点近似，傅斯年亦认定传
统文化多有不如意之处。他将中国学术思想之基本谬误分为
七类，痛加批评，譬如中国学术汩没人之个性，“是其所学之
目的，全在理古，理古之外，更无取于开新；全在依人，依人之
外，更无许乎独断。于是陈陈现因，非非相衍，谬种流传，于今
不沫”，质言之，“中国学术思想界，不认有小己之存在，不许
为个性之发展”，“犹之地下之隧宫，亦犹之地上之享庙，阴气
森森，毫无生趣；导人于此黑暗世界，欲其自放光明，讵可得
耶？”另傅氏指出中国学术思想实有“一种无形而有形之空洞
间架，到处应用”。具体而言，“在政治上，固此空洞架子也；在
学问上，犹此空洞架子也；在文章上，犹此空洞架子也；在宗
教上，犹此空洞架子也；在艺术上，犹此空洞架子也。于是千
篇一面，一同而无不同；惟其到处可合，故无处能切合也”。可
谓从整体上将传统文化之价值推倒。曾经崇古尤深的钱玄同
一旦转向疑古排古，杀伤力自然甚强。其径直提出“所谓四库
全书者，除晚周几部非儒家的子书外，其余十分之八都是教
忠孝之书”，“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那一种，打开一
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故其将矛头直指废孔，

“欲祛除三纲五伦之奴隶道德，当然以废孔学为惟一之办
法”。

其二，既然旧学如此不堪，那新文化人大都判断传统文
化无法与代表新潮进步的西方文化相融合。就在《青年》杂志
创刊号上，有人便指出新旧文化不可调和，“所谓新者无他，
即外来之西洋文化也。所谓旧者无他，即中国固有文化
也……而这根本相违，绝无调和折衷之余地”。基于此认识，
他们倡导与之决裂。用李大钊的话讲，“取由来之历史，一举
而摧焚之；取从前之文明，一举而沦葬之”。因而不少言论出
现片面甚或极端的倾向。

当然，从新文化运动的全程来看，以上言论尚含有斗争
手段、叙述策略的考虑，即通过矫枉过正，来改造传统文化。
这也是新文化人比较流行的认识。如有人撰文强调“夫矫枉
必稍过正，而其结果仅乃得正……吾正恐吾国诸事既枉之程
度已深且固，虽矫之甚过于正犹不能正之也”。如此看来，新
文化人对待传统文化，好似顾客与商贩之间“讨价还价”式的
博弈，争得愈激烈，最后的结果愈趋于合理，陈独秀便以此为
喻道：“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
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
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承
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胡适也持此观点，“我们走
了一百里路，大多数人也许勉强走三四十里。我们若先讲调
和，只走五十里，他们就一步都不走了。”可知，新文化人并非
完全排斥传统文化。但他们毕竟在一定时期和领域内对传统
文化缺乏区别对待，况且破大于立，未能实现传统文化的现
代转型，故产生了不良的效果。

与新文化人针锋相对，当时不少文化保守人士对西学的
看法则亦颇带矫枉过正的意味。不妨以当时最具代表性的学
衡派为例。他们看到了新文化人对传统文化批判有可能造成
的隐忧，但其反应却过于激烈。吴宓认定新文化人将传统文
化所有“普遍性的文化规范一并打倒”，后果是“损害了人类
的基本美德与高尚情操”。梅光迪称新文化人“以推翻古人与
一切固有制度为职志，诬本国无文化，旧文学为死文学，放言
高论，以骇众而眩俗”。若任其发展，则“其流弊乃众流争长，
毫无真伪善恶之别”，导致“价值混乱，标准丧亡，天下皆如盲
人瞎马。卒之，抉择之力失，智识上之发达退步千里”。

既然或许会有这般危殆之后果，那当如何纠正？梅光迪
给出了自己的药方：“改造固有文化与吸收他人文化，皆须先
有彻底研究，加以至明确之评判，副以至精当之手续，合千百
融贯中西之通儒大师，宣导国人，蔚为风气，则四五十年后，
成效必有可睹也。”此话说得甚是有理，然知易行难。按照同
仁的评价，梅氏平常“好为高论，而无工作能力”，能坐而论
道，却难以躬行实践。另位阵前主将吴宓一生忙于编辑刊物
与教学组织，也没有留下太多建树。

同时，醉心于传统文化的学衡派诸人，却没有谨守古人
谦谦君子、和而不同的风范，常对论敌施以谩骂，无限上纲，
且作诛心之论。梅光迪可谓个中高手。他对新文化人之指斥，
颇失学者仪范，骂对方“如政客娼妓之所为”，“故语彼等以学
问之标准与良知，犹语商贾以道德、娼妓以贞操也”。除此冷
嘲热讽外，梅氏还给论敌扣上四顶大帽子，“一曰，彼等非思
想家，乃诡辩家也”；“二曰，彼等非创造家，乃模仿家也”；“三
曰，彼等非学问家，乃功名之士也”；“四曰，彼等非教育家，乃
政客也”。通篇只见罪名，不见罪证，只有病症，却无良方，只
闻骂声，难觅规劝。这已逾出矫枉过正之藩篱，倒有些矫枉过

“枉”的危险了。
学术圈中，常鼓励同道间须多加切磋辩论，真理越辨越

明。然前提是不忘彼此辩论的初衷与目标为何。能让论敌心
悦诚服的，想必不是你的谩骂与气势。由新文化人和学衡派
对待传统文化之态度，可知不破不足以立，但破字当头，立未
必时时都在其中。当前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
化、创新性发展，更多的当在立，而非破。手段永远不能盖过
甚或替代目标，矫枉是否定要过正，仍需人们仔细思量。

软实力：从美国到中国
□ 张毓强

用什么对抗“不可抗力”
□ 李松蔚

矫枉定要“过正”？
□ 王学斌

不破不足以立，但破字当头，立未必时时都在

其中。

不可抗力让我们正视人类的脆

弱，这种脆弱催生出另一种坚强———

人类的联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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